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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为了探索我国城市化新阶段城乡复杂的语言变异情

况,本研究利用“快速匿名调查法”,以“德州”一词为目标词,对德州市区、县城、乡村(ei)变项的共时分布情况

展开调查。方差分析显示:年龄,空间,空间和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空间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显

著的制约效应。性别因素在德州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作用模式,在市区和县城,性别差异并不显著;在乡村,女
性相比男性会使用更多的本土变式,这与西方性别标准模型相反。前者是由我国国情下两性相对平等的社会

地位决定的,后者则与德州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男人进城务工,女人留守看家”的家庭分工模式相关。
关键词 变异社会语言学;性别差异;快速匿名调查;德州话;城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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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性别作为最经典的社会变项之一,社会语言学家已有许多讨论。最早将性别因素作为

一个重要社会语言学独立变项来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是拉波夫(WilliamLabov)。他早期进

行的马萨葡萄园岛研究(Labov1963)和纽约市调查(Labov1966)将性别作为自变项并发现

女性相比于男性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标准变式,这一发现在之后的变异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

验证,Fasold称其为“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徐大明2006)。
汉语中性别差异比较经典的案例有“女国音”和“女书”。此外,近年来汉语变异研究中

很多都关注了性别作用模式,然而结果与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不尽相同。比如

曹晓燕(2012)发现无锡市区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向标准语趋近,不再区分尖团音,她将原因

归结为尖音可以迎合女性柔弱爱美的心理。孙德平(2013b)对潜江市江汉油田“潜”字声调

进行调查时也发现,男性更多使用趋近普通话的阳平调,女性则更多使用具有油田特色的上

声调,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油田口音比普通话口音在当地更有威信,而油田女性相

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权威变式。李荣刚(2011)对连岛村(f)变项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男性

使用更多标准变式[f],而女性使用更多带有地方色彩的变式[x]的状况,他认为前者是高威

信的权威变式,代表着对传统渔业生产方式的背离和放弃,并且将这种性别作用模式归因于

当地“男人出海,女人拾海”的传统生产模式。除此之外,也有大量汉语研究发现性别制约作

用不显著。如Xu(2015)于1987年和2003年两次对包头市昆都仑工业区鼻韵尾变异情况进

行考察,发现性别制约作用不存在于鼻韵尾脱落变项和儿化变项之中,他将原因归结为该移

民型工业社区尚未完全成熟。李荣刚(2011)在对连岛村(n)变项进行调查时同样发现男女

的变式选择情况趋于一致,而并不是像(f)变项那样具有较大的性别差异,他将这种现象解释

为(n)变项尚处于变化的早期阶段。丁存越(2015)在调查南京市区儿化音变异时也发现性

别制约作用不显著的现象,她将原因归结为当代中国社会女性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
经典的“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是在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的英美等国家的城市言语社区

中归纳出的,而不少汉语变异研究在农村或者县城开展,即便在我国城市中也有大量的农村

流动人口,因此我们推断汉语变异研究有别于“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的结果很可能与我

国的城乡结构有关。
为了全面了解汉语变异研究中的性别作用模式,我们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有关性别作用

模式的变异文章,并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进行归类分析。具体操作步骤为:以“变异”主题检索

“中国语言文字”学科下的所有中文学术期刊,然后将其中讨论性别作用模式的汉语变异研

究筛选出来。我们重点考察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其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刊登的

34篇文章:丁存越(2015),董洪杰(2017),郭骏(2011),李庐静(2013),李琼(2015),李荣刚

(2011),李伟、陈章太(2010),李永斌(2014),刘英(2009),刘英、徐大明(2012),冉启斌

(2017),单韵鸣(2012),单韵鸣(2013a),单韵鸣(2013b),单韵鸣(2014),史慧媛(2012),史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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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2016),孙德平(2009),孙德平(2013a),唐健雄、高彩英(2010),唐志强(2023),王佳琳

(2017),王佳琳、侯煜冠(2012),王立(2004),王玲(2009),王玲(2011),王玲(2012),王玲

(2014),王玲、刘艳秋(2014),王玲、徐大明(2009),王雪(2020),徐大明(2008),周晨萌

(2005),朱学佳(2014)。
由于部分文章中涉及多个语言变项以及多个社会因素分组(年龄、职业、籍贯等)下的性

别变项,且不同情况下的性别作用模式并不相同,因此我们根据每篇文章的具体情况将34篇

文章中的性别作用模式分为119组,我们根据调查地点将其按市区、县城、乡村进行三分,整
理如表1所示。

表1 已有研究中性别作用模式统计(单位:组)

符合标准模型 不符合标准模型

女>男 女<男 女≈男
总计

市区 39 7 28 74

县城 12 8 13 33

乡村 3 2 4 9

市区和县城 1 0 1 2

市区和乡村 0 1 0 1

总计 55 18 46 119

  注:1.关于市区、县城、乡村的定义,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对四级行政区的划分,将市区定义为

包括一级省级行政区和二级地级行政区在内的地区,县城定义为包括三级县级行政区在内的地区,乡村定义为包括四级乡

级行政区在内的地区。2.“女>男”指女性相比男性更多使用标准变式的情况,“<”和“≈”同理。3.本文将标准变式认定

为受普通话影响而形成的变式。

从表1可以发现,第一,已有研究中,城乡的性别作用模式确实不同。市区中符合性别标

准模型的结果为主流,占53%,但不符合标准模型的研究也不少,占47%;县城和乡村中不符

合标准模型的研究为主流(县城中占64%,乡村中占67%)。第二,已有研究对市区的调查最

多,而且对市区的调查往往集中在大城市(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对小城市的调查较少;对县

城和乡村的调查也较少(县城占28%,乡村占8%)。第三,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单一地点开

展,而对性别作用模式进行多地城乡对比的研究较少。因此,要想准确地了解汉语社会语言

学的性别模式,就必须考虑城乡差异。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到了“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城乡融合建设初见成效。在此形势

下,城乡居民的语言进一步接触和融合,因此带来了复杂的城乡语言变异情况。分析这些变

异现象的性别分布,能够深化我们对汉语社会语言学性别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的

理解。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山东德州话的(ei)变项。德州话中部分带“ei”的字,如“德州”的
“德”字,其韵母可以读作[ə]和[ei]两个变式,即德州一词既可以趋近普通话的读音,读作

[tə21323tʂou213],也可以读作本地色彩更为浓重且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tei21323tʂou213]。本文对

德州市区、县城、乡村(ei)变项的共时分布状况展开调查,将性别列为社会因素进行对比研

究,以此探索其中语言变异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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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州方言音系的角度讲,(ei)变项中[ei]变式来自曾摄开口一等入声德韵字(钱曾怡

2001)。已有文献记载,该来源的字在德州话中存在[ei白/ə文]两读现象(郭春霞2008),而
文白异读是来源不同、进入当地时间不同的两个(或几个)音韵层次在共时音系中的叠置,各
音韵层次间有成系统的同源对应,但它们不是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而是反映某一历史层面

上土语音系与权威方言音系的接触与竞争(王洪君2006)。再加上其文读音和白读音在口语

域和书面域中均为流通,因此我们将[ei]变式认定为是来自德州本地音系的本土变式,将[ə]
变式认定为是受到普通话影响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折合变式。

《方言调查字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1:67)中曾摄开口一等入声德韵字有

15个,分别是“德、得、北、墨、默、忒、特、肋、勒、则、贼、塞、刻、克、黑”。由于德州话受到普通

话影响较大,因此为了确定具体哪些字仍存在两种变式共存的情况,我们采用方言调查的方

法采访了18位本地人,每一空间、每一年龄、每一性别所调查的人数为1,结果显示尚存在两

种变式的字有“德、得、墨、肋、则、勒、塞、刻、克”9个,我们从中选择“德州”一词作为本次调查

的目标词。

二、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Labov在调查纽约(r)变项分布时使用的快速匿名调查法,以调查者假扮

路人在街上随机向路人询问的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员有两人,均为德州市区人,一人询问一

人记录,询问时使用德州话,并避免使用具有城乡差异的词汇,情景如下:
问:你/您好,大叔/大伯/大哥/大婶……,我想问一下,武城属于哪个市的啊?
回答情况:……属于德州/德州市/德州地区①……
(若回答不顺利,则继续追问)

结束对话后,记录此次调查是否成功,若失败则记录原因,并记下被询问人的年龄、性
别、空间位置以及被询问人的变式选择情况,如有改口,以首次为准②。以此为一个调查

样本。

(二)调查地点

调查地点选在德州市德城区(市区)、武城县县城(县城)以及武城县下辖的李家户乡镇

(乡村)。武城县在德州德城区西南方向34千米处,李家户乡在武城县县城的西南方向8.5
千米处。

德州市区所调查的区域是由三八西路、解放中大道、东风中路以及中心广场所围成的德

州市的中心城区,调查面积约1.5平方千米。县城所调查的区域是由北方街、兴武路、振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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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德州地区,改设地级德州市,将原县级德州市改为德城区,新建地级德州市行政区划

与原德州地区行政区划相同。
第一次发音是下意识的,比较自然,符合“表现为准”的原则。后续的发音被询问人也许会有意识地“纠正”自己的

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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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少年路所围成的中心城区,面积也在1.5平方千米左右,含县人民医院及县政府等中心建

筑。乡村所调查的区域为武城县下属的李家户乡镇及其村落,面积约15平方千米。由于乡

村人口稀疏,且以村为单位呈点状分布,所以我们在这一区域实际上只调查仁里庄村、梁庄

村、王家户村、英庄村、刘王庄村、刘官屯村及李家户乡镇镇上。中间大片农田人烟稀少,不
在调查范围内。

(三)调查人数

本次调查总人数为540人,采用分层定额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路人进行调

查。分层定额抽样的变项包括空间、年龄和性别三个。空间分为市区、县城和乡村三类。年

龄分为老年、中年和青年三类。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类。同一空间、同一年龄、同一性别

的调查人数是30。年龄段判别的依据是头发颜色和皮肤状态。

三、调查结果及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从2020年3月底开始,至4月底结束。最终得到了566个样本,其中包含无效

样本26个,样本无效的原因有三个:(1)听力障碍(9个);(2)被询问人不知道问题答案或者

回答错误(11个);(3)被询问人口音并非本地人(6个)。
图1为本次调查市县乡三地发音人选择折合变式[ə]的比例。可以看到,选择折合变式

比例最低的是乡村老年女性,只有37%的人使用[ə],即63%的人使用本土变式[ei];选择折

合变式比例最高的占比达到百分之百,包括市县乡三地所有青年人以及市区中年人,这些人

都只使用折合变式[ə],完全不使用本土变式[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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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德州市县乡三地折合变式[ə]的分布情况

为了探索各社会变项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对于语言变项的选用具有显著制约作用,我
们选择使用方差分析在SPSS23.0中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性别因素自身并不对

语言变项的选择具有显著制约作用,但性别和空间的交互作用却是显著的。此外,年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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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空间因素以及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因素对语言变项的选择同样具有显著性制约作用。

表2 语言变项与三个社会因素及其间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结果

因素 自由度 F值 p值

性别 1 1.023 0.312

年龄 2 55.683 0.000***

空间 2 24.240 0.000***

年龄/性别 2 0.397 0.673

空间/年龄 4 7.673 0.000***

空间/性别 2 4.405 0.013

年龄/空间/性别 4 1.242 0.292

    注:显著性编码:*p<0.05,**p<0.01,***p<0.001。

我们接下来对影响变式选择的四个显著性因素进行逐一分析。

(一)空间因素

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市区,折合变式的使用比例逐渐增加,分别为74%、88%和96%。地

区之间折合变式使用比例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差异。另外,城乡间折合变式的使用比

例均大于70%,说明整个德州市都偏向于使用折合变式[ə],体现了普通话对方言的深入

影响。

(二)年龄因素

老年人使用折合变式的比例仅为68%,中年人是91%,青年人是100%。这说明越年

轻,使用折合变式[ə]的人越多,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人已经不再使用本土变式[ei]。

(三)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

从图2可以观察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市区,老年人使用折合变式

的增幅最大,中年人也愈发倾向于使用折合变式,青年人不论城乡均不再使用本土变式。乡

村老中青三代使用折合变式的比例差异最大,县城次之,市区差别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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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空间和年龄交互作用下的折合变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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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

从图3可以观察空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市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

性,折合变式使用比例均越来越高。同时,两条折线存在交点,且交点在乡村和县城之间,这
意味着乡村同县城以及市区的性别作用模式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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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空间和性别交互作用下的折合变式分布情况

我们按性别对数据分组,分别对乡村、县城、市区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

示,在乡村,性别因素具有显著性制约作用[t(180)=2.063,p=0.041],也就是说乡村男性使

用折合变式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在县城或市区,性别因素则不显著[县城:t(180)=
-0.453,p=0.651;市区:t(180)=-1.154,p=0.250],这说明县城和市区男女折合变式使

用比例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德州乡村出现了与性别标准模型相反的情况,而市区和县城性别差异并不显著。这种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性别作用模式的差异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将详细讨论。

四、关于城乡性别作用模式差异的讨论

(一)市区和县城性别作用模式的社会动因分析

在德州市区和县城中,性别并不是显著性制约因素。从表1中我们已经看到,已有研究

中性别差异不显著在国内是一种普遍现象(市区中占38%,县城中占39%,乡村中占44%,
总体中占39%)。丁存越(2015)在调查南京方言儿化音变异时亦发现性别差异并不显著的

现象,她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高的女性地位。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启示,中
国社会和产出性别标准模型的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促进妇女全

面发展和男女平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女平等”更是作为一项基本

国策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

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

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
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人口学研究也指出,中国实行了37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教

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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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陆万军,张彬斌2016)。因此,我们认为德州市区和县城出现的性别差异不显著的现象,
原因在于两性具有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特殊人口政策决定的。

(二)乡村性别作用模式的社会动因分析

1.定性分析

德州乡村出现了性别作用模式与西方标准模型相反的情况。已有研究中这种情况在市

区相对较少,而在县城、乡村中相对较多(市区中占9%,县城中占24%,乡村中占22%,总体

占15%)。李荣刚(2011)在连岛村的调查中,将中老年人在(f)变项出现的与标准模型相反

的性别作用模式归因于“男人出海,女人拾海”的传统生产模式。虽然德州是内陆城市,不存

在渔业,但他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在和当地人深入访谈后,结合当地的具

体情况,首先定性地认为,这和城市化进程中德州乡村出现的颇具地方特色的“男人进城务

工,女人留守看家”的家庭分工模式有关。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德州乡村这种家庭分工模式。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德州

乡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再加上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与日俱增,二者一拍即合。男性由于体力上的优势,更多地选择进城务工,通常是以农民工

的身份从事体力劳动,如在工地干活和装修房屋,大多只在农忙和逢年过节时才会回家帮

衬;女性则更多地留守村内,负责看护家庭,照顾老人和孩子,即使务工也多局限在乡村内

部,比如时不时地帮人打个短工,总体上以家庭为中心。
2.定量分析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其社会动因,摸清德州乡村该分工模式在人群中的实际分布情况,
我们对李家户乡镇人口最多的刘官屯村进行了走访调查。本次调查走访了56户家庭,总计

243人,除去还在上学尚未步入社会的10人,总共得到了233人的务工情况数据。我们将

离开乡村且进城时长至少一年、仍在外务工的人员,视为外出务工者。调查结果如图4
所示。

n=12
34%

n=0
0%

n=59
92%

n=32
55%

n=23
100%

n=18
90%

n=23
66% n 33

100%

n=5
8% n=26

45%
n=0
0%

n=2
10%

0%

20%

40%

60%

80%

100%

� � � � � �

�	
��60	�

�	
�36�60	�

�	
�16�35	�

���	 ���	

图4 德州乡村进城务工情况统计

由此可见,德州乡村普遍存在着“男人进城务工,女人留守看家”的家庭分工模式。这种

分工模式在中老年群体中十分突出:老年男性仍有三分之一选择进城务工,但老年女性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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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城务工;中年人的情况是类似的,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选择进城务工,中年男性的务工

比例高达92%,女性则只有55%。而青年人由于几乎全部选择进城务工,性别差异并不明

显。方差分析也进一步证明,性别和年龄均对务工情况具有显著制约作用[(性别:F(233)=
28.285,p=0.000;年龄:F(233)=79.147,p=0.000)]。以上说明,德州乡村进城务工情况在

性别和年龄上具有不平衡分布现象。
3.男外女内分工模式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我们将德州乡村进城务工的情况和语言变式选择的情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进城

务工的比例和折合变式的比例大致相等(见图5)。较为特殊的是老年女性,她们中并没有人

选择进城务工,却依旧有相当多的人选择使用折合变式(37%)。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也显

示,除了老年女性外,进城务工的比例和使用折合变式的人的比例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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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德州乡村外出务工比例与折合变式使用比例的对比

为什么进城务工的人口比例和使用折合变式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同? 人们在外务工的时

候为了沟通方便,发音会自觉向普通话“靠拢”(刘正光2001)。詹伯慧(2003)指出由广东省

外入粤的民工多数操持普通话,给当地“推普”带来有利因素。龙玫(2005)在调查合江话变

异情况时发现,具有外出务工经验者更倾向于标准变式的使用。夏历(2009)将在京民工视

为一种超越地域的言语社区,他们在语言使用上相比在家乡,会更多地接近标准语。因此当

男性在进城务工群体中的比例显著多于女性时,男性的语言使用相比女性则会更加靠近标

准语;而留在乡村的人以女性为主,其乡村人身份的“认同”得以巩固。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

相关联,因此女性群体相比男性群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增加本土变式的使用(高一虹等

2008)。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在变式选择上的一增一减,导致了德州乡村中老年人中,女性

相比男性会更多地使用本土变式。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讲,进城务工者相比留守人员更容易接触到普通话,根据 Milroy&

Milroy(1993)在贝市的研究,社会网络会对语言变项的选择产生影响。德州乡村的男性由于

普遍选择进城务工,他们的社交网络更加广泛;而女性的社交网络相对来说更加局限于本

地,因此具有相对保守、地方化的特征。因此,男性取代女性成为语言革新的发起者,形成了

有别于县城和市区的性别作用模式。
4.乡村老年女性特殊情况的原因

为什么乡村老年女性无人进城务工,她们中却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使用折合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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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本研究进一步对乡村12名老年人开展了结构性访谈,其中留守老年女性8人、留守老年

男性2人、务工老年男性2人。访谈的内容是首先诱导受访者用方言说出“德州”“腿”“膝盖”
“胡萝卜”“肉”五个同时具有本土变式和折合变式的词,结果发现除了“德州”一词有人选择

读为折合变式外,其余词所有人均读为本土变式。受访者认为词与词之间的差异和“德州”
一词是地名有关,因此相对于其他词语更容易受普通话读音的影响而读为折合变式。接下

来在向受访者了解其选择折合变式的原因时发现,老年女性普遍认为受村里或家里其他使

用折合变式人群的影响是其选择使用折合变式的主要原因,而她们选择向其他人靠拢,主要

是因为认为折合变式代表着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高。

(三)小结

综上,在德州市区和县城,性别因素不显著的原因是我国相对西方某种意义上更为平等

的两性地位,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另外,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德州

乡村普遍存在进城务工的情况,并且外出务工人群在性别和年龄上呈现不平衡分布,这导致

了其性别作用模式同标准模型相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反常现象只存在于乡村的中老

年人中而不存在于青年人中,这是因为青年人无论男女几乎全部选择进城务工,因此青年人

全部使用更加接近标准语的折合变式[ə],而完全排斥本土变式[ei]的使用。再者,我们也发

现全员留守的老年女性仍然使用一定比例的折合变式,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周围其他使用折

合变式的人的影响。城乡间青年人都不再使用本土变式,这是我国城乡融合建设的阶段性

成果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体现,乡村人口进城务工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方式。

五、总结

本文运用快速匿名调查法,对德州市(ei)变项在市区、县城、乡村的共时分布情况展开了

调查,结果显示,年龄、空间、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以及空间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显

著的制约效应。性别的作用模式在城乡具有显著差异,在乡村,女性相比男性更多地使用本

土变式[ei];而在县城和市区,变式的选择没有性别差异。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两

性相对西方具有更为平等的社会地位,这导致了性别因素在德州市区和县城对语言变项的

制约作用并不显著;德州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男人进城务工,女人留守看家”家庭分

工模式,是造成乡村出现与西方标准性别模型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德州乡村老年女性尽

管无人选择外出务工,却依然使用了一定比例的折合变式,是因为受到周围其他使用折合

变式的人的影响,且认为折合变式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这一积极的社会含义。乡村青年人

中并没有出现与标准模型相反的性别作用模式,是因为青年人无论男女都几乎选择外出

务工。青年人无论城乡都使用更接近标准语的折合变式,体现了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建设

的积极成果,也反映出外出务工是促进城乡语言融合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当前我国“城
乡一体化”新阶段,为城乡语言变异的复杂情况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研究提供了一个细致

的实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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